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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

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

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

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

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

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

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

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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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郊区化和郊区空间是城市研究长期关注的重

要议题。20世纪西方郊区化在居住、工业、商业和

办公等多次郊区化浪潮的推动中，大城市郊区已由

原来单一的居住职能扩张成为大都市区的一个次

级中心(Cervero, 1989; Zhou et al, 2000)。而不同于

其城市扩张的动力和模式，中国随着经济结构转型

及土地市场化改革，城市空间的组织方式也由计划

经济下政府主导的单位制向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郊

区化转型(Feng et al, 2008; 柴彦威等, 2010)。住房

市场化成为中国郊区化的重要推手，市场引导下的

快速城市空间扩张导致了城市公共性的缺失，大量

居住人口集聚郊区，引发了交通拥堵、职住错位、环

境污染、设施不足等诸多城市病。因此众多学者开

始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对郊区空间进行实证研究，关

注中国复杂的郊区发展模式下，居民的日常通勤、

休闲、购物等出行行为，探讨居住空间变迁下活动

方式、活动空间以及社会网络在郊区地带的重构

(冯健等, 2013, 2017; 张艳等, 2013; 塔娜等, 2015)。

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功能单一、规划尺度失控、生活

空间与生产空间错位、居民通勤时间过长等现实问

题深刻地困扰居民的活动行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也难以在短期内满足大型社区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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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et al, 2011; 柴 彦 威 等, 2011; 吴 江 洁 等,

2016)。

尽管上述研究从地理学及社会学的角度对中

国特定背景下郊区居民的时空行为进行了详细描

述，从活动视角揭示了郊区化的社会过程及效应，

但是由此所造成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健康地理的

角度)的状况却长期缺乏关注。事实上，国外不同

学科已经开始了对居民健康方面的研究。相关研

究发现，一方面，长时间的日常通勤活动会与日常

休闲或社会交往活动产生冲突，个人可支配的闲暇

时间减少，邻里关系疏远，从而降低了个人的幸福

感，对个人身心健康造成负面效应(Hämmig et al,

2009; Hansson et al, 2011)；另一方面，每天暴露于嘈

杂、拥堵的通勤环境也会增加通勤者的心理压力。

这些问题会造成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恶化，通常

表现为精神衰弱、抑郁、焦虑等症状(Gottholmseder

et al, 2009)。中国的郊区化进程在过去10多年间发

展迅速，然而尚未从城市地理视角下，对郊区化给

居民健康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

将郊区居民个体健康研究置于中国复杂的郊区化

背景下，深入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从而为创造

平等的公共活动空间，满足郊区居民健身活动需

求，提高其生活质量、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供理

论依据。

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主流的研究仍集中

于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西方运动医学对体育活

动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体育锻炼能

作为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外的第三种干预手段，有

氧锻炼或无氧锻炼都可预防或降低抑郁、焦虑等心

理症状(Brown et al, 2013; Jayakody et al, 2014)。不

仅如此，体育锻炼还能改变个人的身体条件，强健

的体魄和优美的线型重塑了自身的魅力，从心理上

增强自信和自我效能(Elavsky, 2010)。心理学和社

会学则认为，与邻里或亲朋好友共同参与健身活动

有助于个体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邻里融

合，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这对于缓和工作和生活

中积累的紧张情绪和压力有积极意义(Zhang et al,

2009; Chen et al, 2015)。此外，城市建成环境也是

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潜在因素。研究表明，建成环

境能通过影响居民个人行为以及压力释放等方式

影响健康(Araya et al, 2007; Giles-Corti et al, 2016)；

拥挤的居住条件，较差的空气质量会导致心理失常

(Evans et al, 2003)；便捷的医疗设施供给能使居民

更易获取健康服务(Chen et al, 2015)；而密度高、可

达性强的城市绿色公共空间和健身空间则有助于

促进居民的健身活动和社交活动，从而改善心理健

康状况(Mass et al, 2006; Melis et al, 2015)。但这些

建成环境因素是否存在城、郊差异，如何影响郊区

个体的健康行为则仍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通勤、健身、环境等因素对个体

健康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

研究对象大多基于个体的性别、年龄、收入等经济

社会方面的维度进行对比，而普遍缺乏地理空间维

度上的分析，对城区或郊区等不同城市空间的影响

考虑不足，忽视了城区和郊区居民健身活动的时空

约束差异以及由此对个体健康行为造成的影响。

在时间地理学的研究中，时空约束直接影响个体活

动的空间范围及时空可达性(Yu et al, 2006)。例如，

在特定的空间区位，可选择的交通方式，以及可支

配时间等条件约束下所能获取的服务或机会(Ette-

ma et al, 2007)。然而，由于城区和郊区居民的出行

时空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郊区建成环境中的各种

潜在因素是否会对郊区个体获取健身活动机会造

成时空上的限制，这种活动空间约束又是否会影响

其心理健康状况，而在中国快速郊区化的背景下，

城、郊居民心理健康方面的结构差异又反映出怎样

的隐性不平等现象，这些问题有待进行深入探究。

基于此，本文以广州郊区的南村镇华南新城为

研究对象，通过与广州城区内的其他社区的对比分

析，重点讨论城市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

动所受到的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国

内外不同学科相关研究的成果认为，影响居民心理

健康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日常健

康行为、社区邻里融入、以及建成环境这几大类，而

健康行为中的散步、健身活动等行为又会受日常时

空约束及建成环境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如

下理论假设：居民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日常健康

行为、社区邻里融入会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而郊

区的通勤距离，健身活动场所密度、公共交通密度

等建成环境因素，则通过影响健身活动机会和活动

时间安排弹性，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与区域

数据来源于2016年1月进行的“广州市居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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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就业变迁与医疗健康情况”问卷调查。本文重点

探讨的郊区案例地广州南村镇街华南新城，位于广

州环城高速以外，是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广州行政

区划调整以及城市发展空间南拓等众多动因下，由

开发商主导建设的典型大型商品房社区，位于典型

的大型郊区化地带。该地带众多大型楼盘的建设

缺乏统一的城市规划指引，交通、医疗、基础教育等

设施是由地产开发商提供的。过度市场化导致了

城市公共性缺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交通拥堵等

众多问题(袁奇峰等, 2011; 陈梓烽等, 2015)。

另外选择位于城区的 10个街道中的社区作为

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它们位于广州城区的不同区

位，涵盖了广州内环路以内的天河区、越秀区、海珠

区、荔湾区等中心城区，以及内环路与环城高速之

间的过渡区域(图 1)。调研社区的选取充分考虑了

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广州各街道单位进行住房类型

划分，分别代表历史街区、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

保障房社区和城中村等 5类社区，最终挑选出特征

值最突出的 10个街道中的社区作为对照研究的样

本社区。

居民活动及心理健康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受访者均为年满 18岁的居民。郊区调查发放并回

收有效问卷 102份，其中男性 52人，女性 50人。作

为对照组的城区 10 个社区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927份，其中男性 464人，女性 463人。所有参与调

查者除填写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外，还详细记录了

居住与就业变迁、个人健身与生活习惯、社区环境、

医疗健康等方面的信息。所有受访者均已阅读问

卷首页上的《调查研究知情同意书》并同意确认签

字。问卷信度系数α为0.75，能够支撑本文的研究。

其中，居民自评心理健康数据通过世界卫生组

织身心健康指标(WHO-5)国际通用量表中的5个问

题进行测量(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8)。该

量表由 5个方面的指标组成，包括在过去 2周内关

于身心情绪的体验，快乐和心情舒畅、宁静和放松、

充满活力和精力充沛、得到了充足休息以及生活充

满乐有趣的事情等，每个方面的指标有 0~5分共 6

个选项。将这5个方面指标的得分汇总得到反映心

理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该指标得分范围为 0~25

分，0代表最糟糕的心理状况，25则代表最好的心理

状态。该量表在国外不同国家和群体的众多心理

健康研究中都证明了较高的信度和效度(Primack,

2003; Topp el al, 2015)，其中文版本在中国公共卫

生学科领域的实际研究应用中也有很强的一致性

(欧爱华，2009)。

2.2 研究方法

根据调研问卷数据，分别对表征居民时空活动

约束的散步或体力健身活动的时长、频率、通勤距

离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郊区和城区居民的日常锻

炼活动特征的时间差异。并综合ArcGIS软件的空

间分析，描述城、郊居民健身地点选择与居住地的

空间关系特征，刻画影响健康行为的空间约束。

为进一步探讨影响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素，运用SPSS 19.0软件统计分析城、郊不同空间

区位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并通过构建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以居民的个人经济社会属性、社区融

入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重点讨论居民的健身活动

时空约束、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建成环境等因素如何

影响郊区居民的健康行为时空活动特征，深入对比

解释广州健身活动等变量如何影响郊区居民的健

康行为，并最终影响到心理健康。

模型分析以城区居民的数据进行对比，充分考

虑城区与郊区个体在社会经济状况及建成环境间

的差异，对活动空间约束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模型结果有助于揭示中国快速郊区化背景下居民

心理状况差异背后的空间隐喻，为满足郊区居民日

常身心健康活动需求，创造平等的公共活动空间提

图1 广州调研街道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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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依据。

3 城市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和居民
健身活动特征

3.1 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

通过对比广州城市内不同社区的居民心理健

康水平(表1)，发现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城区

居民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郊区居民的平均心理

健康得分明显偏低，平均分仅为8.411分，远远低于

城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平均得分12.788分，比得分最

高（达到14.389分，居住在高教育和旧单位社区）的

社区居民，更是平均低将近6分。

3.2 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间约束

散步或健身等锻炼活动的频率和时长是衡量

居民是否受到时间约束的主要指标，同时也是个体

健康行为的重要特征。从问卷数据对居民的健身

活动时间特征进行分析(表2)，郊区居民整体散步健

身的频率较低，时长较短。在散步活动方面，郊区

和城区居民的平均时长差异不大，但郊区居民的散

步频率仅为 1.75 次/周，低于城区居民 1.93 次/周。

再从健身活动方面来看，郊区居民的健身频率普遍

低于城区居民，高频健身(每周健身 3次以上)的居

民比例不足 20%，与城区居民接近 30%的比例相

比，差异显著；每周健身时长为3.66小时，低于城区

居民的4.04小时。

个体居民进行散步、健身等日常健康行为活动

的安排主要依赖于闲暇时间。对于绝大部分居民

个体而言，工作、通勤等跟职业直接相关的生存性

需求活动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其次是以满足家庭

需求的维护性和责任性家庭活动。在满足上述2类

必要活动时间以外，才能较为自如地安排日常锻炼

活动。而现实中，郊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超过 10

km，约为城区居民通勤距离的 2倍，相应消耗在路

上的通勤时间更长，工作及家庭生活之余的闲暇时

间则会相应压缩，用于个人体育锻炼或外出进行户

外交往方面的自由支配时间只能被迫削减，客观或

主观上造成活动时间较短，健身频率不足，更有可

能导致对健康行为活动的排斥。

3.3 郊区居民健身活动空间约束

图2a和图2b分别为郊区和城区居民住宅到最

常健身地点的空间连线，较好地反映了广州郊区居

民健身活动的空间约束现状：绝大部分郊区居民的

健身活动地点分布在居住社区及周边，而城区居民

的健身地点则有更大的弹性，并不局限于居住地，

不少居民能根据活动偏好或日常活动链的安排自

主选择健身场所的空间区位，受活动空间的约束明

显更少。

个体外出进行健康行为活动随人群偏好存在

显著差异，偏好散步或体力健身活动的人群也存在

较大的不同。但总体而言，散步活动对公共空间或

服务设施的要求较低，除在城市广场、绿地等公共

空间进行散步外，居民还可在街道、小区的附属绿

地、商业空间等地进行，活动空间约束更少，对郊区

居民影响并非十分显著。但对健身活动而言，则需

要特定的场馆、仪器等设施或者广场、绿道、公园等

大面积的城市公共空间，因此要满足这类健身活

动，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要求会更高。由

于郊区地带活动服务设施不足或可达性较低，导致

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地点较为单一，明显受限于社区

内部或住区周边的公共活动空间。

4 健身活动对城市郊区居民心理健康
影响

通过对健身活动时空特征的描述分析，与城区

表1 广州市郊区与城区居民心理健康得分差异

Tab.1 Mental health score differences between suburban

and inner city residents, Guangzhou

社会区

郊区社区

城区社区 高教育和旧

单位社区

旧城和旧机

关社区

商业社区

城区总计

调研街道

华南新城

新港、天河南、

建设、员村

龙津

六榕

瑞宝、棠下、石

牌、同德

样本量

102

329

166

432

927

心理健康

平均得分

8.441

14.389

12.621

11.632

12.788

表2 广州市郊区与城区居民健身活动时间特征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fitness

activities between suburban residents and inner city

residents, Guangzhou

空间

区位

郊区

城区

散步

频率

/(次/周)

1.75

1.93

平均散步

时长/min

26.76

25.64

高频

健身者

比例/%

19.6

28.9

平均每周

健身时长

/h

3.66

4.04

平均通勤

距离/km

11.95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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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相比，郊区居民健康行为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所

受到的约束更为明显，不仅表现为时长更短，频率

更低，还表现在活动地点较为受限。为深入理解郊

区居民健身活动的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所造

成的影响，将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

探讨在快速郊区化背景下，居民个体的心理健康与

个人经济社会属性、活动时空间约束、社区融入以

及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

4.1 模型变量选取

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 WHO-5 个体心理健

康总分，直接反映了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经检

验，调查样本的得分分布偏度为0.40，峰度为-0.01，

两者均小于1且接近0，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同时因

变量属于连续变量，因此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

该模型中，个人社会属性和社区邻里融入作为

控制变量，解释变量则包括活动空间约束属性以及

所处社区的建成环境属性这几大类。具体选择的

自变量为：个人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就业状况、是否拥有孩子，作为自变量；反

映休闲健身活动的时空间约束的属性则选取通勤

距离、每周散步的频率、平均每次散步的时长、每周

体力健身活动的频率、平均每次体力健身活动的时

长以及健身活动满意度作为自变量；社区融入则通

过居住社区内亲友的数量，除亲友外在社区内见面

打招呼的居民数量，以及通过邻里关系综合评分量

表得出的邻里关系总分作为邻里融入的自变量；居

住区建成环境则参照了美国学者 (Cervero et al,

1997; Ewing et al, 2010)等提出的建成环境变量指

标，并基于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因素考虑(Kwan,

2012)，同时关注居住地和工作地2大核心锚点的建

成环境，对周边的建成环境进行多维度量化评估。

分别考虑所属社区或工作地点所属社区的密度、多

样性、公交便捷度等维度，对应选取了5个方面的建

成环境指标：采用广州市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土地利

用混合度；根据广州市兴趣点POI数据计算社区范

围内活动健身设施密度，包括广场、公园、绿地、体

育场馆、健身设施等服务设施类型点的密度；同理

通过POI密度计算医疗服务设施密度；通过广州市

公交车及地铁站点信息计算社区范围内公共交通

站点密度(Weich et al, 2002; Galea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15; Melis et al, 2015)。城、郊居住区建成环

境数据总体对比如表 3所示。从整体均值上看，郊

区样本社区在混合度和密度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

城区样本的总体均值，但是否与心理健康有直接关

联仍需进一步验证。

图2 广州市郊区与城区居民住宅—健身地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ome-fitness places for suburban and inner city residents, Guangzhou

表3 广州市郊区与城区居住区建成环境数据均值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between suburban and inner city communities, Guangzhou

空间区位

郊区样本社区

城区样本社区

用地混合度

0.520

0.641

医疗服务设施密度/(个/km2)

0.94

18.79

公共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0.94

22.12

健身活动设施密度/(个/km2)

2.43

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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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型结果及分析

模型1对郊区居民群体心理健康得分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为健身活动的时空约束因

素和就业地周边建成环境因素，而个人经济社会属

性及社区融入状况等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2

则是对城区居民群体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作为

模型 1的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而模型 3则是全体

样本居住地建成环境对健康得分影响的回归模型

(表4)。

从模型的拟合信息看，模型 1、模型 2和模型 3

的R2分别为 0.447、0.539和 0.387，模型总体显著性

均为0.000，拟合程度均达到预期。结果显示，在控

制变量方面，城区和郊区居民的结果比较相似，个

人基本经济社会属性是居民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

因素。其中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对郊区居民的心

理健康影响较为显著，低收入阶层及学历为初中以

下的群体，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普遍更低，心

理不健康的概率也更大；性别、是否有孩子、就业状

况等方面的因素在模型检验中并不显著；在社区融

入的指标中，“社区内打招呼的朋友数量”对居民心

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样，邻里关系的综合

评分也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积极的作用。

4.2.1 个体健身活动影响心理健康

在反映健身活动时空约束的指标方面，健身活

动的时长、频率以及健身满意度都对城区和郊区居

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另外，通过偏相关分析

进行检验，即便在剔除通勤距离等因素对心理健康

的直接影响后进行偏相关检验，健身活动的时长和

表4 广州郊区与城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Tab.4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mental health of Guangzhou residents

变量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有否孩子

职业状况

社区融入

健身活动时空约束

就业地建成环境

居住地建成环境

截距

取值

1=男

1=19~30岁

2=31~45岁

3=46~55岁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职高、大专

1=未婚

2=已婚

1=有

1=有受雇佣

社区内亲友数

社区打招呼朋友数

邻里关系

散步频率

平均散步时长

健身频率

平均健身时长

通勤距离

用地混合度

医疗服务设施密度

公交站点密度

健身活动设施密度

用地混合度

医疗服务设施密度

公交站点密度

健身活动设施密度

回归系数 B

模型1(郊区样本)
-0.604

2.120

1.744

-0.975*

-3.241**

-0.774

0.130

-0.014*

-0.166

0.346

0.926

1.357***

0.684**

-0.092

0.015

0.873**

0.303**

-0.433**

0.021*

0.065

0.942

0.598

7.112

模型2(城区样本)
-0.127

1.223

0.465

-0.318**

-1.349***

-0.605*

0.882

-0.022**

-0.087

0.837

-0.114

0.495***

0.787**

0.029

0.008*

0.376***

0.276***

-0.173*

0.001

-0.011

-0.027

0.357*

9.992

模型3(全体样本)
-0.229

1.433

0.853

-0.056**

-1.811**

-0.605

0.341

-0.017**

-0.117

0.586

0.279

0.541***

0.772**

0.014

0.013*

0.632***

0.232**

-0.395*

0.018**

0.032

0.115*

0.704**

6.119

注：*、**、***分别为在0.1、0.05、0.01的显著程度上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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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仍与心理健康状况在 0.01的显著水平下存在

正相关性，这也与运动医学的主流研究结论一致。

一方面，体育锻炼能磨练意志品质，培养忍耐力、自

制力、自信心等心理品质，同时还能通过宣泄或代

偿迁移的方式缓解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的情绪波动；

另一方面，锻炼活动有助于增强与亲友的沟通信

任，消除隔阂，提高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从而消除

人的紧张抑郁情绪(Biddle et al, 2011; Brown et al,

2013; Jayakody et al, 2014)。但从模型1和2结果对

比可以得出，郊区居民健身活动约束方面几个指标

的回归系数B的绝对值都较大，健康状况受通勤距

离、健身活动频率、满意度的影响都明显比城区居

民大。遗憾的是，郊区居民由于通勤距离更长，通

勤时耗更长，个人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更少，受时

空 约 束 更 大 (van Ommeren et al, 2011; Delbosc,

2012)。相应地，参与锻炼活动的频率也更低，每次

活动的时长有限，以致长期的生活工作压力无法得

到有效的宣泄，这也是造成心理健康状况更差的重

要原因。

4.2.2 健身活动机会影响心理健康

居民健身活动机会主要体现在建成环境因素

的影响。由于就业地和居住地是日常出行活动的2

个核心时空锚点，两者的空间区位及周边建成环境

是影响出行及活动链安排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

居住在城区的居民而言，就业地健身活动设施密度

与城区居民健康有正相关关系，完善的公共服务及

健身活动配套设施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健身活动

机会，同时让居民的活动空间有更多的选择弹性，

既可靠近工作地，在工作之余享受文体活动；也可

在居住社区附近自主选择锻炼活动设施和活动空

间，满足更多个性化的锻炼活动需求。但对于郊区

居民而言，就业地的健身活动设施密度影响并不显

著。结合问卷中健身地点空间区位选择，郊区居民

的活动健身地点基本都集中在居住社区周边，原因

是郊区居民的通勤活动受限于特定的出行方式。

为此，必须调整自己的活动规律，被动地根据物业

巴士、单位班车或城市公共交通的刚性时刻表来安

排日常出行活动链。在这种情况下，郊区居民往往

不得不放弃在工作地附近进行体育健身，仅局限于

住区周边进行休闲活动。这种长期不受主观意愿

控制的僵硬生活安排往往会对个体的心理状况产

生负面效益，居民更容易产生抑郁等情绪。

为进一步认识居住地的建成环境是否会对郊

区居民的健身活动造成时空约束，本文在模型 1和

2的基础上，通过模型 3对广州居民居住地建成环

境进行回归分析。但由于郊区居民样本建成环境

存在一定的同质性，无法进行分类回归，因此在模

型3中将所有样本共同进入模型中考察居住社区周

边建成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模型3结果显示，居住社区的用地混合度、公交

站点密度和健身活动设施密度具有一定的显著

性。而表 3所显示的用地混合度、健身活动设施密

度等建成环境的城区和郊区差异，也进一步表征了

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或健身活动设施空间布局的不

均衡，空间上的可达性成为影响居民健身散步活动

频率和时长的重要因素。对于用地类型单一、健身

活动设施不足的郊区社区而言，居民就近外出健身

活动的选择性较少，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

才能满足个性化的健身活动需求。因此公共交通

站点密度低的居住区很可能会对健康行为产生机

会剥夺和空间限制，这对于每天需要长时间通勤而

耗费大量时间的郊区居民来说影响较大。可以说，

日常健身活动的时空约束造成了郊区居民更少的

健身活动机会，持续紧张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难以得

到有效排解，最终折射出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

5 结论与讨论

由房地产主导下的城市建设成为中国郊区化

空间扩张的主要动力，在深刻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的

同时，还带来了居住区服务设施配置、公共活动空

间、个体居民健康等城市公共性的话题。本文以城

市郊区居民的基本健身活动时空特征为基础，通过

对日常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以揭示快速郊区化

背景下城郊通勤、公服配套、土地利用等建成环境

因素对日常锻炼行为活动的约束，最终影响居民的

心理健康状况。这也是从城市地理、公共健康、运

动医学领域的一次跨学科实证研究探索，主要研究

结论有：

(1) 郊区居民心理健康得分偏低。利用WHO-5

量表对被调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分，发现郊区样

本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12.788

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2) 健康行为活动的时空特征差异揭示了郊居

城区居民之间隐性的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

象。本文在控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等变量后发现，

健身活动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城区

居民不仅有更多的身心锻炼时间，更高的健身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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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且在空间上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弹性和个性

化的活动机会，因此也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而郊区居民除了每天的职业工作外，其日常锻炼、

散步等健康行为则更明显地受制于漫长的通勤时

耗和刚性的通勤模式，不仅直接压缩了私人可支配

的闲暇时间，健身活动频率更低，而且空间上也长

期禁锢在社区范围内，并由此削减了健康行为的机

会和权利，对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3) 居住空间的建成环境进一步加剧对郊区居

民健身活动的时空约束。模型结果显示，对于土地

利用类型单一、公共健身活动空间可达性不高、公

共交通设施不足的郊区而言，郊区居民进行改善自

我身心条件的健康活动机会受到较大的限制。由

于郊区居民的通勤距离较长，出行模式也很大程度

上受楼盘的物业巴士、单位班车及其他公共交通的

刚性时空约束，因而对公共广场、绿道、大型公园及

健身活动设施布局的可达性及均衡性有更多的依

赖，而这也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日常健康行为的选择

机会。遗憾的是，目前郊区的公共活动设施供给不足

也暴露了中国市场主导下快速郊区化带来的弊病。

城市化的往外蔓延形成了用地类型较为单一的居住

楼盘，而市场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发展模式往往容易

走向偏差，难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对公共服务设施

的需求，客观上对郊区居民的健身活动造成机会剥

夺和空间限制，长期积累的工作生活压力无法及时

排解，最终折射出较低的生活质量和较差心理状

态。

活动视角下健康地理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个体

健康方面入手，揭示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建成环境的

不平等现象，为提高郊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身

心健康活动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均等

化提供决策依据。由于郊区居民的空间移动性受

到较大的限制，在出行空间和活动环境方面处于弱

势地位，迫切需要探索以人为本的郊区化发展政策

予以应对。一方面，需要对郊区扩张的时序和相应

的配套进行合理的引导，实现土地利用、公共交通、

社区开发与服务设施之间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

城市规划及公共政策的编制需要更多考虑空间公

平性的问题，对过度市场化的开发现状进行及时

“纠偏”，根据郊区居民活动需求合理分配郊区的公

共活动资源，改善土地利用结构，弥补商业资本逐

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的缺失。为改善个体身心

健康状况提供更好的环境。

本文对心理健康的研究侧重从城市居住空间

分化的角度进行考察，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未能充

分将不同郊区类型的空间差异进行度量并引入模

型，同时由于缺乏活动日志数据，未能从个体居民

详细的时空安排角度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将在后续

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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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patial-temporal constraints of suburban residents on fitness
activities to mental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China

ZHOU Suhong1,2, HE Jiaming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Rapid suburbaniz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urba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urban resident individual activities, urban geography mainly focuses on

commuting, leisure, shopping, and other daily behavior, but lack of research on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Although mental health issue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 in most studies residents are considered as a homogeneous group, or simply divided by gender,

age, income, and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analysis on different spatial

dimensions and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in various urban spaces. As such,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health geography,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oriented suburbanization. A total of 1029 resident samples in 11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City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Among these samples, 102 were from the suburban area and 927

were from the inner city area.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nd health behavior on mental health outcom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ublic service inequality

between inner city and suburban areas in the rapid sub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the

WHO-5 indices, the average score of mental health of suburban samples was only 8.411 points, which was far

lower than the average score of inner city samples of 12.788. Theref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mental

health situation of suburban residents.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of the suburban residents are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constrained, which lead to an obvious poor mental health compared to the inner city residents. This

health outcome differentiation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urban areas. For

inner city residents, their health behaviors can b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high density of fitness facilities

and land use patterns both in workplace and residence. However, for suburban residents who have to suffer every

day from long- distance commuting and poor design and connectivity of public transport, their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re mainly associated with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community. Their fitness activities will

be restricted by the low accessibility of urban public space and imperfect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and use 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in suburban communities for improving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Key words: suburbanization; mental health; fitness activities; spatial-temporal constraints;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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